第一次修改说明
尊敬的评审专家: 

首先, 非常感谢您给予本人此次修改的机会,能够得到此次修改的机会, 本人十分感动, 这份感动会激励我不断奋进,与此同时, 非常感谢您提出的宝贵意见和建议。

我们在认真阅读您所提出的建议后, 对论文进行了进一步的完善和修改。现将修改的情况汇总如下: 

1.作者署名和工作单位不完整；

修改说明: 专家意见完全正确。已根据期刊投稿指南格式，完善作者署名和工作单位。

2.参考文献不规范；

修改说明: 专家意见完全正确。根据期刊投稿指南中“参考文献条目的编排格式及示例”，规范论文参考文献。
3.数字用法不规范。

修改说明: 专家意见完全正确。按期刊格式要求，已对序号数字、表格数字等进行调整。
4、补齐后上传修改稿。具体参照系统首页投稿指南里的《科技管理研究》文稿格式及规范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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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控制视角的工程项目组织双元学习研究
杨粟英，陆绍凯

（西南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四川成都 610031）

摘要：通过正式管控机制和个人关系都可以获取组织“双元”学习所需要的信息，但两者双管齐下是否仍然是有效的策略还缺乏理论和实证支持。本文构建了不同类型正式控制结构、个人关系与“双元”学习绩效之间的理论框架，并以建筑业的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正式控制结构和个人关系都能促进工程项目团队的“双元”学习：过程控制比结果控制具有更大的正向影响，面子比感情具有更大的正向影响，但个人关系通过结果控制的完全中介作用对“双元”学习产生影响，不能通过过程控制的中介作用对项目团队“双元”学习产生影响。综合来看，双管齐下的策略对“双元”性学习依然有效，但个人关系有利于工程项目组织的结果控制，对工程项目组织的过程控制没有显著正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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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al learning by Formal Control Structures or Guanxi: Evidences from Chinese Engineering Project Partnerships

Yang Su-ying, Lu Shao-kai

（School of Economic & Management,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Chengdu 610031，China）
Abstract: Through formal management mechanisms and guanxi can obtain information needed for organizational dual learning, but whether the two pronged approach is still the effective strategy is also a lack of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support. This paper constructs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different types of formal control structure, guanxi and dual learning performance, and demonstrates it with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data. The results show that both formal control structure and guanxi can promote the project team dual learning: Process control has a greater positive effect than outcome control, mianzi has a greater positive effect than ganqing, however, it can  impact on the dual-learning of the project team through the full mediating effect of outcome control, but it cannot influence the dual-learning through the mediating role of process control. In general, two pronged strategy of dual-learning is still valid, however,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process control of the project t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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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织双元学习即探索性学习和利用性学习是实现企业基业长青的基石。即使在项目管理领域，虽然单个项目有明确的生命周期，但从事项目的企业或组织其终极使命也是在追求德鲁克所提出的“永续生存”，因此组织学习的重要性同样毋庸置疑。通过对文献回顾发现，既有关于组织双元学习的研究大都集中于主动学习的范畴：探索如何通过企业战略、制度、学习工具以及人员特质等变量的组合增强组织双元学习的绩效[1] 。然而上述组织双元学习机制未必适合中国工程项目行业的现状：出于对成本、质量和进度的考量，组织双元学习本身很少能成为项目实施过程中的绩效指标进而获取管理决策上的重视，工程项目行业中的组织双元学习成果通常情况下是完成项目过程中的附带产物。由于工程项目的一次性、不可逆性和不确定性，组织双元学习的知识技能具有更大程度的情景依赖性[5] ，在实践中积累知识经验也成了工程项目企业获取新知的主要途径。

新近关于双元学习的研究中，有学者提出关系有利于双元学习[6]。有学者将双元学习作为调节变量，研究了技术能力、营销能力与新产品开发绩效之间关系[7] 。还有学者将双元学习作为中介变量研究了知识状态、战略柔性、网络结构与技术能力之间的关系[8] ，以及利用企业网络提升双元学习进而提升企业创新绩效[9] 。作为因变量，学者研究了强弱关系都能对双元学习产生影响，区别在于强关系有利于利用性学习，弱关系有利于探索性学习[10] 。当然不同网络密度也对双元学习有显著影响，区别在于高密度网络有利于利用性学习，低密度网络有利于探索性学习[10] 。众所周知，正式控制结构可以通过控制机制获取到有关控制目标有关的知识信息，个人关系可以通过非正式的渠道获得有关知识信息，然而关于双元学习的研究，却鲜有人研究正式控制结构和非正式控制（个人关系）双管齐下的策略对双元学习的影响。甚至有学者呼吁，对于双元学习所适合的关系仍然值得进一步研究[11] 。此外，以往研究也未能解释企业该如何整合项目组织的边界人员的个人关系与组织的正式控制结构实现双元学习[11] 。项目组织边界人员是项目组织很重要的人员组成部分，其与项目伙伴组织边界人员个人关系的本质是获取项目组织双元学习所需要的资源和关键通道[13] ，研究表明，个人关系作为一种特殊资源配置手段对组织双元学习提升具有重要作用[14] 。但有关项目组织边界人员间个人关系通过何种机制影响项目组织双元学习的问题依然缺关注，项目组织边界人员间个人关系作用的路径黑箱尚待破解。

根据双元学习理论，企业进行双元学习即短期的利用性学习和长期的探索性学习是组织生存和发展的关键。如果组织缺乏深化和升级现有工程技术及探索新的工程技术则难以确保项目组织短期和长期发展优势[15] 。换言之，项目组织即需要获取外部学习资源，更需要与项目组织内其它资源结合才能成为组织有机知识体系[16] 。尽管双元学习与个人关系已引起部分学者的高度关注，然而回顾以往研究，将个人关系与双元学习相结合却鲜有人进行研究。有学者指出，个人关系如何支持双元学习还不明确，这可能是未来的研究方向[17] 。那么，项目组织边界人员间个人关系如何对项目组织双元学习产生影响？进一步的，项目组织边界人员间个人关系的不用维度对项目组织双元学习有什么影响？此外，中国工程行业在实践中具有两方面特点：第一，出于相关规定，以严密合同文本为代表的正式控制机制主导着项目伙伴组织的合作过程；第二，项目伙伴组织的合作主要依赖于边界员工在项目现场的沟通，具体的控制流程和行为并不一定和合同文本严格一致，通常还会受到个人关系的影响。因此对于中国建筑行业中组织学习的研究，有必要结合正式控制机制和个体因素共同探讨。另外，已有的研究中已经发现正式控制机制和诸如关系等非正式控制机制之间存在着替代作用[18] ，因此两者的共同使用是否能带来项目组织“双元”学习绩效的提高还需要更为深入的探索，根据资源-管控能力-学习绩效的逻辑思路，项目组织边界人员间个人关系是否能够通过正式控制结构的中介作用对双元学习产生影响？厘清这些问题，对于通过外部情景依赖性以促进双元学习的项目组织具有重要意义。

有鉴于此，本文构建了项目组织边界人员个人关系、正式控制结构与双元性学习之间关系的理论，以国内建筑行业项目经理为研究样本，探究项目组织边界人员间个人关系、正式控制结构、双元性学习之间关系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首先，在界定项目组织边界人员个人关系、正式控制结构、双元学习概念的基础上，依据有关理论建立研究假设和概念模型；其次，使用有关研究方法对研究假设进行了检验；最后是结论和讨论以及研究不足和未来研究方向。总之，本文试图引入正式控制结构这一中介变量后分析项目组织边界人员间个人关系对项目组织双元学习的影响机理。

1 概念界定

1.1正式控制结构

正式控制机制包含了合同与控制结构，前者主要指各种书面的契约条款，后者则关注于控制所具体实现的途径。如前所述，虽然现有大部分涉及正式控制机制的研究都聚焦于合同文本，但合同并不一定是对实际控制行为的客观描述。正如Inkpen和Currall所指出的“经理们会根据交易的实际情况制定那些可能并不会事先出现在合同中的控制策略”[19] 。Dekker和Van den Abbeele甚至担心聚焦于合同的研究文献忽视了组织之间真实的控制行为[20] 。由于中国建筑行业中的合同文本已经高度标准化。同新近一些学者的关注一样[21] ，在研究中也将变量锁定在更能准确反映国内建筑业的实际控制行为——正式控制结构上。

正式控制结构又包括结果控制和过程控制两种类型，前者主要侧重衡量结果完成情况，而后者侧重于评估实施的具体过程和方法[22] 。最早的观点认为组织采用控制结构的类型取决于其自身所具备的管控能力——对实施流程知识的了解程度以及评估结果的能力[23] 。另外的一些研究则发现控制结构的设计也与具体交易的情景要素、任务的不确定性以及完成任务的相互依赖性有关[24] 。这些主要基于交易费用理论的学说，都认为组织是否选择特定的控制结构取决于成本和收益的权衡。与此同时，学者们也提出组织可以通过提高管控能力来降低应用正式控制机制的交易成本、发展技术能力、获取联盟经验和搜寻合作伙伴[20] 。

新近学者们进一步认为发展管控能力的一个重要途径就蕴含在应用正式控制机制的过程中。根据从实践中学习（Learning by doing）的观点[25] ，组织为了有效的应用控制机制就必须搜集关于任务以及环境的信息，因此应用正式控制机制的过程反过来又在不断促使组织对管控知识的学习。例如，实证研究中发现企业联盟之间的合同条款会随着双方的合作历史而增加：这是由于合同文本代表了双方对合作信息的持续的、一致的深入认识，随着管控能力的发展而不断趋于细化[26] 。同样，也有国内学者应用医院联盟的数据对信任、合同契约与知识共享之间的正向联系进行了实证研究[27] 。相比之下，合同文本主要是管控知识的载体，正式控制结构更贴近搜集信息的具体途径。

1.2个人关系

关系通常被定义为个人之间带有期望与责任并可以用于交换资源的纽带[28] ，是目前为数不多具有中国本土特色且被西方学术界也能接受的研究变量。Tsui和Farh认为关系的文化基础源于儒家的哲学思想[29] ：中国人在根本上都是以关系作为基础，强大且有序的关系结构可以带来社会和经济的秩序[30] 。尽管家族在个人层面是最基础和重要的关系，但学者们则认为中国人的家族概念是具有一定弹性的，它可以延伸为主体想包括的任何人[31] 。非血缘关系所形成的密切联系也可以视为是家族关系的延伸[32] ，关系网络也因而可以无限扩张。关系几乎在中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中都非常重要，例如在中国的商业活动中也通常包含着送礼、宴请和家人介绍等社交行为[33] 。

在新近回顾上述文献的基础上，学者提出了组织层面的关系研究中存在的一些不足[34] ：一是现有的研究并没有完全说明个人利用其关系去影响组织绩效的潜在机理。例如个人也可能为了维护私人之间的关系而损害了组织利益，如果只是简单的认为关系一定能给组织带来利益那么就会忽视建立关系所蕴藏的潜在风险。另外，虽然大部分组织层面的研究中提出了关系质量的重要性，但在具体实证过程中都是以建立关系的策略或关系链接的数量进行衡量的。Peng和Luo指出关系建立策略并不能代替关系质量，因为关系建立策略也可能正是为了强化目前较弱的关系状态而进行的针对性行为[35] 。同样，关系链接的数量也和关系网络中所选择的中心节点有关，并不能直接衡量关系质量的高低。另外，关系在组织层面的重要性是否随着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而有所变化也一直是个存在争议的问题[36] 。新近基于元分析（Meta analysis)的研究表明尽管政治关系的重要性有所减弱，但与商业伙伴的关系仍然具有重要作用[37] 。然而进一步的是，与商业伙伴不同关系质量所产生的影响是否也会随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而变化仍然缺乏理论和实证探索。   

学者们发现了关系的两个重要成分[38]  ：感情（Affect）和面子（Face）。感情是指人们的情感和与情感相关在长期亲密社会关系下建立的持久性承诺，如家庭成员和亲密朋友之间的关系。而面子是指人们在私人交往中自身的积极形象[38] 。在中国社会中，顾及面子的规则激发人们在社会活动中充当与人融洽相处的角色[38] 。但是感情和面子在关系中并不是相互独立的。关系同时包含了感情和面子这两部分[39] 。然而，关系中感情与面子的多少的确映射出了关系的质量高低。为了辨别关系中每个维度的影响，本研究将感情和面子分别进行研究。

1.3双元学习

March最早将组织双元学习划分为利用性和探索性两种类型[40] ：前者是指对现有知识、技能和范式的改进；后者是指寻求全新的知识、技术和经验。他也最早认识到由于资源的有限性，利用式学习和探索式学习之间存在竞争关系，但寻求两者之间的共同发展对于项目组织近期生存和长远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因此在本文的研究中，工程项目团队的双元学习也包括利用性学习和探索性学习两个部分。March（1991）对“双元”研究做出关键贡献。他认为，项目组织需要双元学习以便适应环境的需要。利用性学习注重对已有知识提炼及惯例承袭营造项目组织的稳定性及可靠性，具体包括提高效率、复制、选择和实施等学习活动；探索性学习注重实验、变异和创新等学习活动，具体包括搜索及发明新组织形式、新流程、新生产方式和新技术等的发现。在本文中，双元学习指工程项目组织的利用性学习和工程项目组织的探索性学习。

2理论和研究假设

在回顾组织双元学习、关系、正式控制结构等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根据既有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本文提出如下概念模型，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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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概念模型

2.1个人关系对团队双元学习的影响

工程项目组织边界人员通过与项目伙伴组织边界人员的个人关系获取到项目组织所需的知识信息服务资源以及实质性的援助。首先，工程项目组织边界人员可以利用项目伙伴组织边界人员在项目伙伴组织的重要地位接触到工程项目组织所需的优势资源，如同质性和异质性的信息资源；能够通过项目伙伴组织边界人员拓展工程项目组织所需要的信息知识的广度和深度[41] ；能够通过创造与项目伙伴组织边界人员的的相似性获得更多的信任，加强与项目伙伴组织边界人员的沟通交流频率，提高边界人员间的默契，有利于工程项目组织获取缄默知识以及优质知识信息和资源[42] 。

工程项目组织双元学习并非孤立行为，需要通过工程项目伙伴组织间边界人员的个人关系拓展和深化过程实现[43] 。有学者认为，个人关系会对学习产生重要影响[44] 。首先，从短期来看，如果边界人员间个人关系越好，就越愿意分享自己能够获得的资源优势，比如边界人员通常能够接触到项目组织的政治核心权力，同时能够获得政治核心权力的资源支持，从而能够将资源转换为激励工程项目组织双元学习的管控机制，最终促进工程项目组织的双元学习。从长期来看，边界人员所拥有的政治核心关系会对工程项目组织持续的双元学习产生积极功效。其次，个人关系越好，边界人员越愿意提供自己的非冗余性资源，这些资源向工程项目组织提供了更多的探索性学习或利用性学习的要素，有利于工程项目组织实现双元学习绩效的提升，因为有学者发现，异质性信息会对绩效有显著正相关[45] 。第三，工程项目伙伴组织间边界人员个人关系越好，边界人员会更愿意分享自己的更多友谊朋友关系，从而有利于工程项目组织控制方获得更多有用信息的机会，更多的合作可能和空间驱动了工程项目组织双元学习绩效的提升，因为有研究发现，网络规模与绩效正相关[46] 。最后，工程项目伙伴组织间边界人员个人关系越好，降低了工程项目组织双元学习的外部交易成本，提高了工程项目组织双元学习的互惠性。此外，个人关系中感情与面子相比，由于感情遵循按需交换规则，面子遵循互惠平衡的原则，而双元性学习有平衡的需求，因此，相比于感情，面子对“双元”性学习有更大的促进作用。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工程项目伙伴组织边界人员的个人关系对工程项目团队“双元”学习有正向影响。

假设1a：相比于感情，面子对工程项目团队“双元”学习的影响效应更强。

2.2正式控制结构对团队双元学习的影响

正式控制结构对工程项目团队双元学习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正式控制结构为工程项目团队提供了双元学习目标和驱动力。为了形成正式控制结构体系，控制方组织必须首先了解和正式控制结构相关的知识，掌握结果或目标、过程的界定和测量方法，这些知识和技术也成为了控制方组织有效应用正式控制结构的前提学习对象[47] 。此外，正式控制结构本身也为工程项目团队双元学习提供了激发团队学习动机的外部诱因：为了实现控制目标和缓解因结果、过程评估所带来的压力，工程项目团队会主动搜集相关知识信息，同时试图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因此，正式控制结构对工程项目团队的双元学习产生了正向的督促作用。最后，正式控制结构能通过结果目标、过程目标设定使工程项目团队的信息搜集过程更具有针对性，集中精力获取和特定目标相关的信息，也因此提高了组织双元学习的效率[48] 。

第二个方面，正式控制结构能够为工程项目团队双元学习提供必要的信息流。正式控制结构要求工程项目团队明确界定结果、过程的测量标准与合理性。在这一过程中，工程项目团队需要搜集以往类似项目的结果信息、过程信息作为目标设定标准的参考。如果实际结果、过程目标与预期目标产生差异，工程项目团队还需要找出原因并作为经验知识用于未来的结果、过程控制中[49] 

 REF _Ref469515679 \r \h  \* MERGEFORMAT [50] 。工程项目的结果控制、过程控制目标通常包括成本、总体进度与质量，阶段性进度与质量，由于以上目标之间存在相互制约的影响，结果控制、过程控制也会促进项目团队人员之间的信息交互与共享[51] ，从而有利于组织双元学习。

结果控制的目标是根据组织当下所从事的项目内容设定的，在特定的工程项目情景中，主要围绕着项目的工期、质量或成本等指标展开，具有鲜明的结果导向性。如果项目的实施结果在控制预期之内，项目组织不会过多的关注实施流程以及创新等战略性指标。相对而言，由于过程控制需要进行更为精细化的实时监控，并且需要根据监控结果对被控制方提出更为专业化的信息反馈，因此项目团队在信息搜集过程中会进行更为深入和广泛的学习。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正式控制结构对工程项目团队的双元学习有正向影响。

假设2a：相比于结果控制，过程控制对工程项目团队双元学习的影响效应更强。
2.3 正式控制结构在个人关系对双元学习的影响机制中起中介作用

由上述假设可知，对工程项目组织而言，正式控制结构即结果控制、过程控制通过目标、督促、效率、信息流等方面实现工程项目组织的双元学习。另一方面在结果控制、过程控制中，工程项目组织新技术、工程项目组织研发与项目伙伴组织边界人员的支持是密切相关的。工程项目组织边界人员可以通过与项目伙伴组织边界人员的各类社交活动，获取足够多的战略稀缺知识信息资源，并获得人、财、信息等同质性、异质性资源的战略支持[52] 。与那些与项目伙伴组织边界人员没有个人关系的工程项目组织边界人员相比，拥有个人关系的工程项目组织边界人员会拥有更多的知识信息资源，也因此更容易获得有利于结果控制、过程控制的全新的同质、异质性知识信息技术资源。有学者发现，个人关系是与学习有显著相关性的特质[53] ，因此项目伙伴组织间边界人员可以商讨工程项目预期最终结果目标、阶段目标思想，并从商讨中获取更多有益结果控制、过程控制的信息。由此推断，工程项目伙伴组织间边界人员个人关系对工程项目组织来说，可以带来广泛新的同质性、异质性信息，以此缓解工程项目组织结果控制、过程控制中出现的内部资源约束，又能在工程项目组织互补合作研发中，形成工程项目组织独特的价值声誉。

此外，工程项目组织间边界人员利用其与项目伙伴组织边界人员的个人关系获得有价值的知识信息资源，从而有利于工程项目组织开展结果控制、过程控制。究其原因在于项目伙伴组织间边界人员间通过知识的交流和共享提高了工程项目组织结果控制、过程控制目标的可行性及实现目标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源于埃奇沃思补足理论[54] ，即联结经济思想下的知识的联结经济。就关系强弱而言，首先，结果控制、过程控制需要的是工程项目组织长远发展需要的新的信息和知识以及短期利益需要的信息和知识。个人关系可以促进工程项目组织边界人员以较低的成本获取广泛的同质性和异质性的信息，从而推进结果控制、过程控制。其次，有学者发现强弱关系对学习存在差异[55] ，强关系由于与强信任有明显关系，强关系由于分享信息的风险较低，工程项目伙伴组织间边界人员会更愿意分享更多同质性和异质性的信息知识，因此如果工程项目伙伴组织间边界人员个人关系感情越好，工程项目组织就越可能获得更多的有益控制的同质性和异质性的信息，因此，相比面子，感情可能会更有利于促进工程项目组织结果控制、过程控制。最后，有学者发现有某种信仰的人会选择相同信仰的合作伙伴[56] ，因此工程项目伙伴组织间边界人员个人关系感情越强的人，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某种相似性，或者具有相同信仰，按照相似性相吸的原则，工程项目伙伴组织间边界人员如果感情越好，沟通会更顺畅，沟通效率会更高，交流障碍会更少，会更多并更愿意分享有利于结果控制、过程控制的同质性和异质性的信息，从而有利于促进工程项目组织结果控制、过程控制。

综上，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3a：结果控制在项目伙伴组织边界人员的个人关系影响工程项目团队“双元”性学习中起中介作用，相比面子，感情对结果控制的影响更强。

假设3b：过程控制在项目伙伴组织边界人员的个人关系影响工程项目团队“双元”性学习中起中介作用，相比面子，感情对过程控制的影响更强。

3 研究设计

3.1 样本与数据搜集

我们应用调查问卷搜集相关数据，调查样本来自于在华南一所大学中参加建造师再培训的项目经理。本次调查问卷共发出300份，收回了有效问卷221份，问卷回收率为74%。其中，93份问卷反映的是业主和承包商之间的关系，其他128份描述了总承包商和分包商的关系。221名项目经理中，男性有192位（89.3%），平均年龄为37.34岁，平均任期14年。所有的项目经理均拥有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问卷中221个项目的平均工期为19.28个月，平均预算为1.2亿元人民币。除了背景资料，所有测量项均用Likert7分制量表评定，1表示“非常反对”，7代表“非常同意”。Harman检验表明第1个因子占总方差的24%，因此同源性偏差并不能显著影响统计结果。

3.2测量变量及信度效度检验

为确保问卷的信度与效度，研究采用现有文献中成熟的量表，再根据本研究目的加以适当修订。其中对关系的测量基于Lee和 Dawes的研究[57] ，并在Shou等[58] 的研究中也得到了使用。测量正式控制结构的量表来源于Jaworski和McInnis[59] 以及 Dekker和Van den Abbeele[60] 的研究；测量项目组织双元学习的量表来自于March[74] 的研究。相关变量的信度分析如表1所示。

表1  信度分析

Table 1  reliability analysis
	变量
	题项数
	Cronbach’s alpha

	结果控制
	5
	0.886

	过程控制
	4
	0.915

	探索性学习
	5
	0.934

	利用性学习
	4
	0.928

	感情
	4
	0.846

	面子
	3
	0.839


用AMOS22.0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统计结果表明五因子测量模型与数据最为吻合，收敛和区分效度得到证实（见表2）。

表2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Table 2  The results of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变量
	X2
	df
	X2/df
	CFI
	GFI
	TLI
	IFI
	RMSEA

	五因子模型
	141.640
	94
	1.507
	0.980
	0.932
	0.971
	0.980
	0.048


注：五因子模型：感情，面子，结果控制，过程控制，双元学习（探索性学习和利用性学习之和）。

3.2控制变量

根据以往Ryall和LePine等人的研究[61] 

 REF _Ref469517386 \r \h  \* MERGEFORMAT [62] ，我们选择了组织性质、组织规模和组织年龄作为本研究中的控制变量。组织性质包括国有企业、集体所有制、民营企业、合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在问卷调查中对应采用1-5量值进行变量赋值。组织规模划分为50人以下、50-100人、100-500人、500-1000人和1000人以上等五种类型，在问卷调查中对应采用1-5量值进行变量赋值。组织年龄使用企业创建至今的自然年数进行衡量。

4 统计分析

研究中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见表3。

表3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结果（n=221）

Table 3  The results of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变量
	Mean
	SD
	1
	2
	3
	4
	5
	6
	7
	8

	1.项目组织性质
	2.75
	0.835
	—
	　
	　
	　
	　
	　
	　
	

	2.项目组织规模
	2.82
	1.319
	-0.029
	—
	　
	　
	　
	　
	　
	

	3.项目组织年龄
	18.71
	13.258
	-0.305***
	.270***
	—
	　
	　
	　
	　
	

	4.感情
	2.9548
	1.40664
	-0.136**
	-0.038
	0.015
	—
	　
	　
	　
	

	5.面子
	3.9472
	1.54486
	-0.017
	-0.047
	-0.060
	.409***
	—
	　
	　
	

	6.结果控制
	4.4643
	1.37432
	0.035
	0.081
	-0.010
	0.270***
	0.220***
	—
	
	

	7.过程控制
	4.3948
	1.49866
	0.062
	0.176***
	0.040
	0.025
	0.097
	0.577***
	—
	

	8.探索性学习
	3.9511
	1.42106
	0.053
	-0.021
	-0.018
	0.235***
	0.193***
	0.390***
	0.342***
	—
	

	9.利用性学习
	4.3224
	1.41516
	0.075
	0.003
	-0.012
	0.128*
	0.197***
	0.425***
	0.417***
	0.755***
	—


注：*p<0.05(双尾检验)，**p<0.01(双尾检验)，***p<0.001(双尾检验)

采用层次回归分析的方法验证提出的假设。验证分为三步: ①模型1为只含控制变量的基准模型；②模型2是在模型1的基础上添加了自变量（感情和面子）；③模型3是在模型2的基础上添加了中介变量正式控制结构（结果控制、过程控制）。

表4  层次回归分析结果

Table 4  The results of hierarchy regression analysis

	变量
	双元学习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项目组织性质
	0.071
	0.097
	0.061
	

	项目组织规模
	-0.010
	0.000
	-0.071
	

	项目组织年龄
	0.008
	0.020
	0.018
	

	感情
	
	0.145**
	0.089
	

	面子
	
	0.152**
	0.092
	

	结果控制
	
	
	0.245***　
	

	过程控制
	 
	
	0.261***　
	

	R2
	0.005
	0.066
	0.253
	

	F
	0.349
	3.040**
	10.305***
	

	ΔR2
	0.005
	0.061
	0.187
	


注：***、**、* 分别表示p<0.01､p<0.05､p<0.1

表5  层次回归分析结果

Table 5  The results of hierarchy regression analysis

	变量
	结果控制                                              过程控制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项目组织性质
	0.030
	0.068
	0.071
	0.075

	项目组织规模
	0.088
	0.101
	0.174**
	0.177**

	项目组织年龄
	-0.025
	-0.012
	0.015
	0.022

	感情
	　—
	0.230***
	—
	-0.003

	面子
	　—
	0.131*
	—
	0.109

	R2
	0.008
	0.101
	0.036
	0.047

	F
	0.615
	4.857***
	2.671**
	2.126*

	ΔR2
	0.008
	0.093
	0.036
	0.011


注：***、**、* 分别表示p<0.01､p<0.05､p<0.1

表4中模型2的分析结果表明:感情对双元学习（β= 0.145，p＜0.05）和面子对双元性学习（β= 0.152，p＜0.05）均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面子的相关系数（β= 0.152）大于感情的相关系数（β= 0.145），相比感情，面子对双元学习影响更强，因此H1和H1a得到验证；结果控制（β= 0.245，p＜0.01）和过程控制（β= 0.261，p＜0.01）对双元学习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过程控制的相关系数（β= 0.261）大于结果控制的相关系数（β= 0.245），相比结果控制，过程控制对双元学习影响更强，因此H2和H2a都得到了证明。表5中感情（β=0.230，p＜0.01）和面子（β= 0.131，p＜0.1）分别对结果控制有显著正相关关系，表4中模型3结果控制（β= 0.245）对双元学习有显著正相关关系，而模型3中感情（β= 0.089，p>0.1）和面子（β= 0.092，p>0.1）对双元学习没有显著正向影响，因此结果控制在个人关系对双元学习的影响中起完全中介作用，H3a得到了验证。由于表5中感情（β=- 0.003，p>0.1）和面子（β= 0.109，p>0.1）对过程控制没有显著正相关关系，因此过程控制在个人关系对双元学习的影响中不能起中介作用，H3b没有得到验证。综上，假设检验结果详见表6。

表6  假设检验结果

Table 6  The testing results of all hypothesis

	假设
	结论

	假设1：个人关系对工程项目团队“双元”学习有正向影响
	支持

	假设1a：相比感情，面子对工程项目团队“双元”学习的影响效应更强
	支持

	假设2：正式控制结构对工程项目团队“双元”学习有正向影响
	支持

	假设2a: 相比结果控制，过程控制对工程项目团队“双元”学习有正向影响
	支持

	假设3a：结果控制在个人关系对工程项目团队 “双元”学习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相比面子，感情对结果控制的影响更强
	支持

	假设3b：过程控制在个人关系对工程项目团队“双元”学习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相比面子，感情对过程控制的影响更强
	拒绝


5 结论与讨论

通过正式控制机制和个人关系都能获取组织“双元”学习所需要的信息，但两者双管齐下是否更能促进组织的“双元”学习绩效仍然是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本文以建筑行业工程项目团队为样本的实证研究表明，正式控制结构对组织双元学习有促进作用，非正式控制机制（个人关系）对“双元”学习有促进作用。其中感情和面子均能显著正向促进双元学习的提升，相比感情，面子对“双元”学习能带来更大的促进作用，这可能是因为基于利用-探索困境，良好的个人关系可能基于利用选择可用的最佳信息，也可能基于探索选择不太理想的信息以获得潜在的更好的未来奖励[63] ，因此，个人关系对双元学习有显著正向影响；相比结果控制，过程控制对“双元”学习能带来更大的促进作用。而关系对“双元”学习的影响会通过结果控制的完全中介作用达到目的，却不会通过过程控制的中介作用对“双元”学习产生影响。相比面子，感情对结果控制的促进作用更强。这可能是因为关系聚焦于非正式的个人沟通，私人之间的信息交互以当前工作外的内容为主，因此所传递的知识并不会对当前的组织管控（过程控制）产生直接影响，而更可能作为知识积累对未来的组织管控（结果控制）发生作用。也可能是因为在个人关系的初期，由于达克效应，控制方组织会对边界人员之间的个人关系表现得过度自信，认为不需要过程控制这种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不信任的控制手段，随着双方感情的持续升温，控制方组织又对边界人员之间的个人关系又表现出了过度自信[64] ，所以无论个人关系是强还是弱，个人关系对项目组织过程控制都没有显著正向影响。

上述研究结论不仅提供了正式控制机制、个人关系和组织“双元”学习之间存在的逻辑机理，而且为进一步洞察正式控制机制和非正式控制机制之间的联系提供了更深入的视角。正式控制机制和非正式控制机制到底存在促进关系还是替代关系一直是理论界争论的话题[65] 

 REF _Ref12031 \r \h  \* MERGEFORMAT [66] 。在以国内样本的实证研究中，学者们也分别发现了两者之间的替代和对组织运作绩效的联合促进作用[67] ,[68] 

 REF _Ref470699008 \r \h  \* MERGEFORMAT [69] 

 REF _Ref477985713 \r \h  \* MERGEFORMAT [70] 。本文的研究在拓展组织学习理论的同时[71] ，进一步细化了个人关系维度（感情，面子），进一步明确了项目伙伴组织间边界人员个人关系的积极作用，证明了无论是强关系（感情）还是弱关系（面子）都对双元学习有显著正向影响，进一步证实了强关系优势理论及弱关系优势理论的理论逻辑。证实了正式控制机制（结果控制结构）和非正式控制机制（个人关系：感情、面子）对组织双元学习存在着相伴相生的促进效应。两者的共同使用能够促进组织双元学习绩效。但需要注意的是，由于个人关系对结果控制结构有促进效应，对过程控制结构没有促进效应，因此个人关系是一把“双刃剑”，过度的个人关系会可能带来个人关系的“黑暗面”，导致群体思维及感性思维，因此对当前需要客观理性思维的过程控制没有显著正向影响。此外，通过引入正式控制结构作为中介变量，解释了项目伙伴组织边界人员个人关系（感情、面子）影响双元学习的具体作用机理，对打开项目伙伴组织边界人员个人关系作用“黑箱”做出了理论和实证的尝试性探索。

传统以交易费用为基础的组织控制理论大都认为应该在结果控制结构和过程控制结构中选择较为经济的一种[72] ，由于结果控制通常成本较低，因此其被选择的可能性会超过过程控制。但如果考虑到过程控制能够带来更多组织“双元”学习所需要的信息流，对于那些力求创新以及建立“双元”学习型组织的企业来说，选择过程控制结构也是非常必要的。特别的，当组织对于“双元”学习有迫切需求时，除了可以同时应用包含结果和过程在内的正式控制结构，还可以选择那些具有良好个人关系的组织边界人员，这是因为他们很可能通过个人渠道搜集到更为隐性存在的知识；此外，在人力资源管理中，在招聘员工进行入职体检或者及一年一度的员工体检事项中可以增加一些技术手段辅助人力管理，如可以借助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扫描结果预测两个人的友谊和亲密程度，选择适当亲密程度的人作为项目组织边界人员。因为新近研究发现，朋友之间的神经反应相似性最高，其次是朋友的朋友，而后者的相似性比更疏远一级的人高（朋友的朋友的朋友），同时侧面反应了三观一致的人更容易成为朋友[73] 。因此，根据实际项目组织需要，选择神经反应相似性程度适合组织需要的人员作为项目组织的边界人员将促进项目组织的双元学习，比如相似性程度可能较高的感情，和相似性程度可能不算太高的面子，两者均会促进项目组织双元学习，由于面子对双元学习的促进作用更强，所以选择神经反应相似性程度的匹配性就成为很关键的技术。当然，组织也可以采用正式控制结构（结果控制）和非正式控制结构（个人关系：感情、面子）“双管齐下”的策略促进组织“双元”学习绩效的提升。要充分发挥项目伙伴组织间边界人员个人关系与正式控制结构的战略协调作用。需要强调的是组织应制定相应政策措施发挥个人关系积极的一面，如通过个人关系提升“双元”学习绩效，促进结果控制，同时也要充分注意过度的个人关系可能带来思维锁定及感性思维，缺乏组织当前过程控制需要的理性思维，对组织当前的过程控制没有显著影响。组织应制定相应制度将个人关系作为一种社会资源，按照“资源-能力（管控）-双元学习绩效”的路线方针，实现“双元”学习绩效落地管理。项目组织应根据自身组织发展的不同阶段整合项目伙伴组织间边界人员个人关系进行有针对性获取资源。比如，在项目组织初创期，项目组织需要积极利用项目伙伴组织间边界人员个人关系，为项目组织争取启动性资源，积极动员外部资源，并将资源转化为自身的管控能力（如结果控制）；在项目组织发展壮大，步入正轨后，虽然项目伙伴组织仍然需要继续维持并整合组织间边界人员的个人关系网络，但单纯的个人关系网络对项目组织的管控能力的影响可能已经不能满足项目组织的需求，如对项目组织的过程控制并没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需要提高组织间边界人员的综合素质，加大人才培育，期望能够实现对项目组织过程管控能力的提升。总之，项目组织要将组织间边界人员的个人关系整合进自身项目组织的管控能力，真正形成个人关系到制度化的关系的发展思路，帮助项目组织获得持续竞争优势。此外，项目伙伴组织间边界人员应构建和发展恰当的个人关系网络。首先，项目伙伴组织间边界人员个人关系作为一种非正式的社会资源配置方式，仍然对中国工程项目组织的发展有显著正向作用，因此项目伙伴组织间边界人员应全面把握组织间边界人员个人关系乃项目组织长生之道。其次，项目伙伴组织间边界人员应当拓展其个人关系空间或范围并注重个人关系质量，以便获取更多机会和资源，以此提升组织的双元学习。最后，项目伙伴组织间边界人员在个人关系方面应把握好度，注重避免单一的个人关系网络，秉承差异化的个人关系思想，在实现个人关系网络增值策略的同时以期实现对组织过程控制有利的个人关系网络。进一步的启示是，项目组织不仅在正式控制和非正式控制中需要开展双元学习，而且在没有控制的经营过程中也要加强双元学习，并将双元学习学习到的同质性知识和异质性的知识在项目组织内有效传播共享和整合，以利于正式控制和非正式控制（个人关系）在项目组织内的不断发生。

本文的研究还存在以下不足：首先，研究样本局限于建筑行业，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结论的普适性。其次，研究数据都来自于被调查者的主观评价，这无法回避可能存在的同源性偏差，研究结论还需要更为精细的设计来证明其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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